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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形成与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验证

王小华 1,2 温 涛 1 韩林松 1

摘要：利用1978～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农村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在构建了具有内部习

惯形成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农民消费行为计量模型基础上，本文运用SYS-GMM估计方法对农民消费行

为的时期演化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变动不仅在整体上

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而且还表现出了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过度敏感性和习惯形成效应

都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阶段性不同而存在极大差异，特别是在2004年前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消费压

抑”和“消费释放”这一两极分化现象，而习惯形成效应表现出了明显的先缓慢降低之后又快速扩大

的趋势；同一类消费在不同阶段的习惯形成效应和不同类消费在同一阶段的习惯形成效应都存在显著

差异，各项消费同样存在从“压抑”向“释放”的转变趋势。本文研究的启示在于：提高农民消费水

平，扩大内需已经到了最佳时期。必须增强支农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准确性，构建促进农民持续

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进一步转变农民消费观念，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才能

真正实现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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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曾一度形成了由投资和外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

式，内需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存在的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消费不足

（周建等，2013）。尤其是农村居民占比较高时，农民的消费抑制会引致最终消费率难以提高，这种格

局会对增长产生不利作用（高帆，2014）。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尤其依赖农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金融市场‘精英俘获’困境破解与包容性成长研究”（项目编号：71773099）、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中国特色金融扶贫理论及机制创新研究”（中宣办发[2017]年 47号）、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9CJY031）的资助。感谢匿

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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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消费困境的破解（王小华、温涛，2015）。将农村消费市场作为当前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消费转

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显得尤为迫切（张永丽、徐腊梅，2019）。学者们关于农村消费不足以及破解农民消

费困境的研究中，一直强调只有农民增收得到保障，农村消费才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朱信凯、骆晨，2011；温涛等，2013；周建等，2013；王小华等，2016），但是现有研究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和消费行为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策重心调整的论述不足，由此得出的应对

消费不足的方案必然存在局限。

事实上，由于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实施和长时期农业发展战略扭曲（温涛等，2018），特别是分税制

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消失（张海鹏，2019），农民长期面临收入不确定性的影

响，难以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其消费必然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进而导致农村高储蓄率和消费严

重不足的局面。其中，米一五（1990）针对农民消费严重不足的局面，首次提出消费压抑概念予以描

述。林致远、苑德宇（2009）从收入分配角度揭示了消费压抑的形成机理。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发

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以及支农政策不稳定、不持续和不精确，导致了农民收入在各年的增长悬

殊，进而引致长期的消费压抑，使得农村消费市场迟迟“启而不动”。加之城乡消费市场分割以及城乡

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高帆，201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

一步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不断向社会领域纵深推进，政府稳定的直接投入逐渐成为调整城乡

关系和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开启了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强农、惠农政策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总方针，使农业、农

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农民收入也得到了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增长（王小华等，2016），农民消费能

力得到快速提升，消费意愿得到全面释放，使得近年来内需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力量。因此，

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消费行为变迁开展实证研究，对掌握农民消费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刺激

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农民消费潜力、引导农民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拉动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农村居民住户调查数据，重点根据城乡居民实

际收入增速和城乡居民消费比的变化规律对1978～2017年的样本进行阶段性划分，初步探索农民消费

水平及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习惯形成、收入不确定性的农民消费行为计量

分析模型，运用SYS-GMM估计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时期演化轨迹进行分析，旨

在考察农民消费行为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进一步讨论农民消费行为是否遵循“由压抑到释放”这一特

殊规律，并从中找到与现实和逻辑相符的答案，最终为新时期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和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和可行的决策思路。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农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

毋庸置疑，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为核心的因素，然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影响，也

受到自己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Duesenberry（1949）首次将习惯的影响纳入消费决策分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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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了凯恩斯消费函数中关于消费在时间上具有可逆性的假设，认为消费行为要受个人过去消费经历

的影响。Duesenberry（1949）发现，当家庭收入减少时当期消费水平并不会随之下降，人们往往愿意

牺牲储蓄来维持当期生活水准。在这一决策中，消费者关于过去实际收入峰值和消费状况的记忆起着

重要作用，这些记忆让消费者在面对当前收入变化时产生了消费惯性。由此，Duesenberry提出了“棘

轮效应”这一习惯形成效应的重要概念，即过去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会在一定时间内缓解当期收入

减少对消费带来的影响。从而，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既会受到消费惯性的影响，也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影

响。在作用机制上，习惯形成对消费者的影响越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就会变得越谨慎，收入不确定

性或者劳动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影响就会越小（Deaton，1992；Seckin，1999；Angelini，2009）。

Duesenberry开创性的研究在后来得到了学术界持续的回应。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支持了居民消

费的习惯形成效应。Heien andDurham（1991）首次使用美国劳动统计局的家庭层面访谈面板数据验

证了消费中习惯形成效应的存在；Alessie and Lusardi（1997）发现，现期消费的变化取决于持久收入、

劳动收入风险和以前的消费；Chetty and Szeidl（2016）分析了家庭层面的支出调整对总消费水平的影

响，结果发现，消费的过度敏感和过度平滑大致都可以归因于习惯形成。Havranek et al.（2017）使用

月度数据估计得出的习惯形成参数明显小于使用季度和年度数据估计得出的参数，也就是说居民的习

惯形成效应在短期内的表现较弱，但是长期来看的习惯形成效应却很强。当然，国外也有部分学者针

对不同国家的样本进行了相关研究，其结论并未支持消费中的习惯形成效应（Muellbauer，1988；Heaton，

1993；Koichiro，2011）。同时，国内有关居民消费习惯形成效应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且主要从以下三

个方面展开。一是将习惯形成理论同时运用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艾春荣、汪伟（2008）

发现，在非耐用消费品支出上，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的习惯，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几乎不存在。二

是将习惯形成理论运用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一致地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

著的习惯形成效应，同时也存在一定差异（杭斌，2010，2011；贾男、张亮亮，2011；杭斌、闫新华，

2013；崔海燕、杭斌，2014；臧旭恒、陈浩，2019）。崔海燕、杭斌（2014）发现，低收入等级城镇居

民的消费习惯明显强于中等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高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出耐久性。臧旭

恒、陈浩（2019）发现，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

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三是将习惯形成理论运用于农村居民消费行

为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高度一致，即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习惯形成（杭斌，2009；雷钦

礼，2009；贾男等，2011；崔海燕、范纪珍，2011；王小华等，2016）。

（二）农民消费行为的阶段性差异

在借鉴国外经典的收入—消费理论的基础上，早期的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是有关绝对收入假说的研究。虽然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者行为（臧旭恒，

1994），但是在解释经济过渡时期的消费者行为时具有严重局限（齐天翔，2000），因为随着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关于相对收入假说

的研究。厉以宁（1992）和臧旭恒（1994）对这种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相对收入假说可以很好

地解释改革开放以前的消费行为，在经济转型时期，尽管它的功能比绝对收入假说更好，但也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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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是关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简记为LC-PIH）的研

究。虽然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过渡时期的居民消费行为，但是对其他时期的消

费行为解释力度有限（厉以宁，1992；臧旭恒，1994；赵志君，1998）。这说明长期以来的中国居民消

费行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显著不同的消费行为特点。所以，某种单一消费理论并

不能完美地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必要更好地结合宏观经济政策背景和改革

的推进程度进行阶段性划分，以此更好地揭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阶段性变迁特征。

在新型城乡关系初步确立之前，中国农村改革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剧烈

波动，从而导致农民消费行为出现阶段性差异。虽然中国经济改革率先由农村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在农户层面重建了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魏后凯、刘长全，2019），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收入

长期处于徘徊与停滞的状态，1978～1984年的农民收入在初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超常规

增长”（陈锡文，1987；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增长问题课题组，1987；王小华、温涛，2016）。

但是，从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全面转

向城市。直到20世纪末，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在改革开放前的基础上继续降低，特别是在财政分税制改

革后，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消失（张海鹏，2019）。农民收入增速在1985～2000年间出

现剧烈波动，年均实际增速只有4.12%，比同期城镇居民低2.28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发展

阶段的转变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开始进入城乡

关系的重要转折时期（魏后凯、刘长全，2019）。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每年都发布了指导“三

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对“三农”的政策倾斜也由此开始，农民收入增速才逐渐得以恢复并趋于稳定。

高帆（2014）发现，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倒U型”

拐点大致发生在2003年。王小华等（2016）发现，农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因收入的剧烈波动而存在

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当期消费对过去消费的依赖性在2004年以后有明显增强的趋势。很明显，农民收

入增速的剧烈波动和中国经济改革重心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

适应性直接影响到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而农民收入的波动也必然影响着农民的消费行为。

（三）不同种类商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差异

根据对收入变化的不同反应，可以将商品划分为劣等品和正常品，正常商品的消费量随着居民收

入的增加随之增加，而劣质商品则相反。根据时间维度可以将商品划分为耐用品、易耗品，消费习惯

对于这两类商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当期拥有耐用消费品的存量越多，效用则越大，耐用品在不同时

期的消费呈现替代关系，习惯形成参数应该为负；反之，易耗品则是互补关系。恩格尔定律认为，随

着收入的上升，食品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不同居民家庭，其食品的习惯形

成效应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国外不少学者专门针对居民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检验，Naik and

Moore(1996)使用美国收入动态面板数据（PSID）中的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面板数据，Guariglia and Rossi

(2002)利用1992～1997年英国家庭调查（BHPS）的微观面板数据，Browning and Collado（2007）利

用1985～1996年3200个西班牙住户的食品消费季度面板数据，均证明了居民的食品消费存在显著的习

惯形成效应。Musarskaya et al.（2017）则探讨了家庭饮食习惯对儿童海鲜消费习惯形成的影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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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诸如态度、偏好和行为规范等因素影响着孩子们可持续饮食习惯的形成。当然，国外也有学者

的研究并未支持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例如Meghir andWeber，1996），因为食品消费和其他物品

消费是严格区分开的（Dynan，2000）。此外，Steger(2000)还提出了生产性消费，以区别于一般性消

费，认为生产性消费能够给未来带来更多的收益，其习惯形成效应较大。国内学者同样发现中国城乡

居民的食品消费习惯形成效应明显（贾男等，2011；齐福全、王志伟，2007），并且不同类别食品消费

的习惯形成效应强度随年份的变化规律略有不同，总体而言，习惯形成的影响随年份呈波动性下降的

趋势（翟天昶、胡冰川，2017）。闫新华、杭斌（2010）还发现，居住、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及医疗保健消费同样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入。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为本文的理论

依据、数据获取、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选择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相关文献仍然存在两个方面不足，

从而为本文提供了充分的研究空间。一是绝大多数研究只是基于中国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数据进行分

析，看不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阶段性变化差异。二是目前国内关于

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没有学者指出农民消费行为在2004年前后表现出的“消费压抑”和“消费释放”

这一明显差异，更没有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验证和给出合理解释。所以，现有研究不能准确揭示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变迁及其特征，自然就无法找到长期制约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推动当前

农民消费快速增长的深层次因素。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

（一）农民消费水平变迁特征：1978～2003年

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打破了农

民收入水平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长期徘徊和停滞状态。其中，1978～1984年农民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

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4.06%，这一速度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城镇居民（参考图1和表1）。但是，1985

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重心的转移，农民收入紧接着进入了三十多年的阶段性“起伏不定”的增

长时期。特别是伴随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加剧，这种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安排的局限性逐

渐显露，其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效应在农村经济改革后很快就达到了极限（骆友生、张红宇，1995；温

涛等，2015），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农民增收渠道有限且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在

1985～1991年间降低到了1.45%。1992年至1996年间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红利的影响以及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逐渐转移，使得农民收入增速得到了迅速提升，阶段性农民收入增速再次高于了城镇居民。可是

好景不长，农民增收不可持续的问题再次暴露，其中出现了1997～2000年农民收入连续大幅度下降的

不利局面，再加上2001～2003年的粮食逐年减产，导致1997～2003年的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只有

4.24%，远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另外，根据2003年以前的农民收入在各年表现出的具体情况来看，

直到1994年才突破千元大关，就算是2003年也只有2622.24元，而这一年城镇居民收入达到了8472.2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见一斑。在剔除物价因素之后，1978年至2003年的农民收入实际值年平均增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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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这一增速事实上并不低，甚至十分接近保障农民每10年就可以实现收入翻番目标的增速（7%），

但这一阶段的农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年平均增速只有5.25%。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至2003年的这段时间，农民收入水平虽然整体上得到了较快提升，但是这一

增速是在农民的初始收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创造的，并且收入在2003年及以前的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

都显著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稳定性明显不足，收入不确定性不断提高。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

展战略的影响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分割，导致农民长期以来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顺理成章”地提高其消费水平，因此表现出消费“压抑”的局面。

图1 改革开放40年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和城乡居民消费比

注：①2013年以后国家统计局网站不再公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为公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采用

1978年为基期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②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分别有“人民生活”栏目与“国

民经济核算”栏目，但是两个栏目公布的居民消费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为了与实证研究数据的来源保持一致，此处的城

乡居民消费数据来源于“人民生活”栏目，因此，本图缺失 1978年和1979年城乡居民消费比的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二）农民消费水平变迁特征：2004～2017年

为了调整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补缺“三农”发展严重滞后这一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基本战略，并且自2004年起，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16

个（2004～2019年）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支农、强农、惠农和富农政

策框架，对中国“三农”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影响。因此，该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再次进入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快速通道，实现了新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个农民收入增长“十四连快”（2004～2017

年），农民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了8.80%，比1978年至2003年的平均值高出将近两个百分点。该

阶段的农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实际增速更是一反常态地达到了10.02%（几乎接近1978～2003年农民消费

水平年平均实际增速的两倍），比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还高出1.22个百分点。根据表1的数据对比

不难发现，该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阶段性农民消费增速超越收入增速的时期，而第一次阶段性

农民消费增速超越收入增速的1985～1991年，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农民收入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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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农民收入经历了1978～2003年的长期积累以及2004～2009年的快速上涨，名义值在2009年

已经达到了5153.17元，并且2004～2009年的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了8.39%，可以认为这一阶

段的农民收入已经积累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水平，能够为农民消费水平的跳跃式提升或者消费“释

放”奠定坚实的基础。2009年以后，随着农民收入总量的进一步扩大和实际收入增速连续8年超越城镇

居民，农民收入名义值在2017年达到了1343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历史最高的3.33（2009年）稳步下

降到了2017年的2.71，城乡居民消费比也由2009年的3.07快速下降到2017年的2.23，很明显这一阶段的

农民消费得到了进一步释放。所以，由于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

和深入推进以及农村经济改革全面落实，2004年伊始，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在2003年这一相对较高的

基础上都得到了快速提升，消费水平增速已持续超越了收入增速，消费行为发生了极大变化。

表1 1978～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GDP的实际值增长情况比较

时 期
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

性特征表现

GDP实

际增速

居民收入实际增速 居民消费实际增速 城乡居民

消费比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1978～2017年 — 9.40% 7.48% 7.52% 6.31% 7.05% 2.64

1978～1984年 超常规增长阶段 8.51% 8.63% 14.06% 5.53% 11.43% 2.23

1985～1991年 增长缓慢与停滞阶段 8.90% 4.31% 1.45% 4.40% 3.28% 2.24

1992～1996年 增长恢复阶段 12.44% 7.30% 7.90% 6.15% 6.44% 2.66

1997～2003年
增长持续下滑后回升

阶段
8.65% 7.98% 4.24% 7.14% 2.48% 2.99

2004～2009年 增长“十

四连快”

恢复阶段 11.18% 9.68% 8.39% 8.35% 9.16% 3.12

2010～2017年 回落阶段 7.95% 7.29% 9.10% 6.20% 10.66% 2.56

注：本表 1978～2017年和1978～1984年的城乡居民消费统计数据缺失1978年和1979年，具体原因参考图1注释。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消费结构变迁特征

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来看，农民消费又可以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居住、家

庭设备及服务（以下简称家庭设备）、交通和通讯（以下简称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以下

简称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及服务（以下简称其他）
①
。本文进一步将农民的消费按照生存

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进行分类
②
，从表2可以发现，农民生存型消费占比从1980年的87.98%下降到

①
这里的消费分类为 2012年及以前的，2013年以后农民消费分类有所变化，分别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

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仍然统一根据 2012

年及以前的分类进行分析。

②
通常将吃、穿、住等方面的消费定义为生存型消费，将教育、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的消费定义为发展型消费，将娱乐

文化服务、家庭设备、耐用消费品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定义为享受型消费。由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并

没将文教娱乐分开统计，所以，本文只能将发展享受型消费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农民的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

型消费比重上升，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教育和健康消费的上升，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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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017年的58.25%，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则不断上升。其中，生存型消费当中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一

直保持着稳定的下降趋势，居住消费占比在波动中有明显的上升，发展享受型消费当中的交通通讯和

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占比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此外，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对比来看，城乡居民同一

类别的消费支出占比在2017年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且两者的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几乎

相等。这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各项消费都得到了快速提升，消费结

构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见表2）。一是农民食品消费的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食品消费

品质不断提高，膳食结构更趋合理；二是农民衣着消费呈现出三个方面的转变，从“保暖御寒”向“美

观舒适”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转变、从“自制或裁缝做衣”向“购衣”转变；三是

耐用消费品不断加速升级换代，“三大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变成了20世纪90年

代的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进入21世纪，移动电话、智能手机、计算机、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是居住条件和质量显著提升，特别是厕所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是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消费

比重持续上升；六是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农民不再是大病小治、小病不治
①
。所以，农民消费

行为表现出的阶段性差异，并不仅仅是因为收入的长期积累和2004年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更是

由于农民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转向而引起的消费升级，农民消费潜力得到了进一步释放。

表2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吃、穿、住（生存型消费） 发展享受型消费

食品 衣着 居住 交通通讯 家庭设备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农民

消费

支出

金额

（元）

1980 100.2 20.0 22.5 0.6 4.1 8.3 3.4 3.2

1990 343.8 45.4 101.0 8.4 30.9 31.4 19.0 4.3

2000 820.5 96.0 258.3 93.1 75.4 186.7 87.6 52.5

2010 1800.7 264.0 835.2 461.1 234.1 366.7 326.0 94.0

2017 3415.0 612.0 2354.0 1509.0 634.0 1171.0 1059.0 201.0

农民

各项

消费

支出

占比

1980
61.78% 12.33% 13.87% 0.37% 2.53% 5.12% 2.10% 1.97%

87.98% 12.02%

1985 57.78% 9.70% 18.24% 1.76% 5.10% 3.91% 2.43% 1.13%

1990 58.81% 7.77% 17.35% 1.44% 5.29% 5.37% 3.25% 0.74%

1995 58.62% 6.85% 13.90% 2.58% 5.23% 7.81% 3.24% 1.76%

2000
49.13% 5.75% 15.47% 5.57% 4.51% 11.18% 5.25% 3.14%

70.35% 29.65%

2005 45.48% 5.82% 14.49% 9.59% 4.36% 11.56% 6.58% 2.13%

2010 41.09% 6.02% 19.06% 10.52% 5.34% 8.37% 7.44% 2.15%

2015 33.05% 5.96% 20.88% 12.61% 5.92% 10.51% 9.17% 1.89%

①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消费结构变化和消费升级的相关论述以及详细证据，可参见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居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 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http://www.stats.gov.cn/

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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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1.17% 5.59% 21.49% 13.77% 5.79% 10.69% 9.67% 1.83%

58.25% 41.75%

城镇

居民

各项

消费

支出

占比

1995 50.09% 13.55% 8.02% 3.11% 7.45% 5.18% 9.36% 3.25%

2000 39.44% 10.01% 11.31% 7.49% 6.36% 8.54% 13.40% 3.44%

2005 36.69% 10.08% 10.18% 7.57% 5.62% 12.55% 13.82% 3.50%

2010 35.67% 10.72% 9.89% 6.74% 6.47% 14.73% 12.08% 3.71%

2015 29.73% 7.95% 22.09% 6.11% 13.53% 11.14% 6.75% 2.70%

2017
28.64% 7.19% 22.76% 13.59% 6.24% 11.65% 7.27% 2.67%

58.59% 41.41%

注：本表部分年份的数据已省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计量方法

关于消费习惯的测度模型，学者们大多以Naik andMoore（1996）的研究为基础：

0 1 1 2 +it it it itc c y      （1）

（1）式中， itc 表示农民当期消费水平， -1itc 表示农民前期消费水平， ity 表示农民当期收入水平。

1 反映农民的习惯形成效应强度， 2 表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it 为扰动项，反映随机因素、遗

漏变量等对模型的影响。

当然，农民消费水平除了受到习惯形成和当期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于是

在（1）式中可以直接引入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得到农民消费的方程如下：

0 1 1 2 3 +it it it it itc c y g        （2）

（2）式是实证分析模型一，g表示不确定性，如果 3 0，则表示不确定性与农民当期消费负相

关，即农民收入一旦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就必然会不利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为农民收入在一个

阶段内波动频率越大（尤其是持续降低），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就越大，家庭出于谨慎的考虑，就会直

接减少当期消费。反之，如果 3 0，就说明家庭会根据收入的稳定增长决定增加当期消费。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农民的不同类型消费支出行为的差异，于是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0 1 1 2 3jit jit it it itc c y g         （3）

（3）式是实证分析模型二，其中， j =1,2，……，8， 1itc ， 2c it ，…， 8c it分别表示第t年农民的

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消费水平，与此对应的是， 1 -1itc
则表示上一期农民的食品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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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证分析模型一和模型二，即（2）式和（3）式的估计，需要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内

生变量（ 1itc  ）来体现农民消费习惯形成效应，另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 1itc  ）与随机误差项（ it ）

相关，这两个因素导致该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动态面板模型。此时，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就

会导致有偏而且非一致的估计量；如果使用一阶差分法估计，就会导致样本信息遗失，使得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减弱，最终导致估计结果渐进非有效等问题。为了克服上述这些问题，Blundell and Bond (1998)

在Arellano and Bond(1991)和Arellano and Bover (1995)的研究基础上将水平和差分方程结合在一起形

成了一个方程系统，即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该方法对消费习惯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非常

大的帮助，几乎已成为当前研究消费习惯形成的学者们必用的系数估计方法（Grariglia and Rossi，2002；

Alessie andTeppa，2010；Browning and Collado，2010； Koichiro，2011；贾男、张亮亮，2011；杭斌、

闫新华，2013；王小华等，2016）。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消费（c ），模型一的被解释变量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

支出表示，模型二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农民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其他消费支出。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习惯形成（ 1tc  ）和农民收入（ y），分别以上一期农村居民家

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和当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两个变量的选择依据在第二部分已经

进行了详细论述。

3.控制变量。不确定性（g）是控制变量，有关这一指标的衡量，现有文献多以收入或者消费的

波动率替代（Guariglia and Rossi，2002；罗楚亮，2004；贾男等，2011），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为了

维持既定的效用水平，必然会根据收入的变化来确定消费的变化。结合本文分析的重点和阶段性划分

依据，本文研究以农民真实收入的增长率衡量不确定性，即以不变价格表示的农民当年收入相对上一

期农民收入变化的百分比。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78～2017中国31个省（市、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汇总的面

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为了减少模型以

外的波动性，同时为了消除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特性，所有变量（不确定性变量除外）取对数。

需要特别注意和详细说明的是：①结合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综合考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和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情况，然后将1978～2017年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探讨分为以下六

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1978～1984年，1985～1991年，1992～1996年，1997～2003年，2004～2009年，

2010～2017年。②由于各地区1985年以前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无法获取，所以1978～

1984年这一阶段的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为名义值而非实际值，其他阶段的数据均以1985年的实际值表

示。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实证过程中同时罗列1985～2017年而非1978～2017年的回归结果，这样做

的目的主要在于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六个阶段进行对比，更好地找出农民消费行为在不同阶段的差异，

同时又不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对比效果。③1985年之后的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均以1985年的实际值

进行表示，但折算过程中，由于四个直辖市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没有公布，在此遵循王小华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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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直辖市使用该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进行相应的折算。④模

型一的分阶段主要包括七个部分，除了前述六个阶段以外，同样给出1985～2017年的估计结果。为了

进一步对农民不同类别消费的消费行为及其阶段性差异进行分析，同时根据农民不同类别消费数据的

可获得性，将模型二分为四个阶段，且与模型一的后四个阶段完全对应，包括：第三阶段1993～1996

年
①
，第四阶段1997～2003年，第五阶段2004～2009年，第六阶段2010～2017年。

五、农民消费行为变迁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消费行为变迁分析

为了探讨农民消费行为是否因为收入增速的阶段性变化而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分别就各个阶段

单独进行实证检验，并将1985年至2017年的检验结果作为对比。模型一的SYSGMM估计结果详细参考

表3所示，根据表中汇报的具体情况来看，Sargan检验结果的P值均大于0.15，意味着不同时段的工具

变量都是整体有效的；残差序列相关检验显示，差分后的残差均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由此可以认为

原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Wald检验的P值说明模型一当中各个阶段的消费模型总体上均是非

常显著的。根据表3汇报的各变量估计结果来看，1985年至2017年的习惯形成效应系数估计值为0.432，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农民收入水平的系数为0.58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农民消费行为既

表现出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又对收入形成了强烈的依赖。从阶段性划分结果对比来看：习惯形成效

应仅仅在1997～2003年这一阶段显著为负，其他五个阶段的系数均显著且系数为正；农民收入水平的

系数仅仅在1979～1984年这一阶段不显著，其他五个阶段均显著且系数为正。也就是说，中国农民消

费行为的变动不仅仅在整体上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而且还表现出显著的习惯形成，即农

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棘轮效应，并且不管是这种过度敏感性还是棘轮效应都因为农民收入增速的阶段

性不同而各异，这同样说明了中国农民的当期消费对过去消费和现在收入水平的依赖性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收入增速的阶段性波动表现出了显著的阶段性差异。除此之外，不确定性的系数在1997～2003

年显著为负，2010～2017年显著为正。如果说魏世勇、沈利生（2014）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收入的

上升有助于启动消费，那么，本文这一结论正好从实证上回答了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切实有助

于启动消费。

表3 模型一的SYSGMM估计结果

1985～2017
1979～1984

第一阶段

1985～1991

第二阶段

1992～1996

第三阶段

1997～2003

第四阶段

2004～2009

第五阶段

2010～2017

第六阶段

习惯形成
0.432***

(0.000)

0.479*

(0.090)

0.419***

(0.000)

0.398**

(0.014)

-0.166*

(0.077)

0.240*

(0.052)

0.591***

(0.000)

收入水平
0.580***

(0.000)

0.396

(0.131)

0.553***

(0.000)

0.507***

(0.001)

1.616***

(0.000)

0.683***

(0.000)

0.539***

(0.000)

不确定性 0.000 -0.000 0.001 0.003 -0.021*** 0.000 0.008**

①
模型二的第三阶段为 1993～1996年而非 1992～1996年，是由于 1992年的农民分类消费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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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 (0.910) (0.144) (0.157) (0.000) (0.793) (0.010)

Wald检验
30107.45***

(0.000)

1128.55***

(0.000)

300.50***

(0.000)

336.42***

(0.000)

190.59***

(0.000)

997.89***

(0.000)

2291.18***

(0.000)

Sargan检验 0.9992 0.3377 0.2434 0.1519 0.2041 0.1522 0.1571

AR(1) 0.0000 0.1119 0.0630 0.0465 0.2179 0.7204 0.0079

AR(2) 0.4437 0.3259 0.3279 0.3562 0.7864 0.1019 0.1146

根据六个阶段习惯形成效应的具体表现情况来看，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民消费习惯形成效

应处于稳步下降的趋势，第四阶段甚至降低到了-0.166，第五阶段快速回升，到第六阶段已经明显高

于了前面五个阶段。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最后三个阶段的表现却刚好与习惯形成效应相反，直接

从第四阶段的1.616下降到了第六阶段的0.539。也就是说农民消费行为在2004年前后出现了两极分化，

确实表现出了从消费“压抑”过渡到“释放”这一特点。究其原因，农民在消费“压抑”的四个阶段

主要是受制于初始收入水平低、收入剧烈波动导致的收入高度不确定性和消费习惯形成效应下降的影

响；消费“释放”的两个阶段是由于收入的长期积累、消费习惯形成效应提高、2004年以来收入快速

且稳定的增长，农民消费潜力和消费意愿得到充分释放。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的惯性越强，收入用

于当前消费的比例就越低（杭斌，2011），即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与边际消费倾向是此消彼长的。

很明显，这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前四个阶段农民消费行为的表现，需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探索。

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农民消费行为的变迁，对于农民消费行为表现出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和看似

“奇怪”的两极分化现象，本文的解释如下：第一阶段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经营这一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营农积极性、打破了此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

民收入水平在二十多年长期徘徊和停滞的状态，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了14.06%（参见表1），

但这时候的中国在整体上才刚刚解决国家层面的温饱问题，并且各地区农村改革步伐又明显不一致，

所以农民此时的消费行为并未形成对收入的强烈依赖，而是表现出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第二阶段农

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仅有1.45%（参见表1），但是有第一阶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作为坚实

后盾，农民消费开始对收入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农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仍然显著且系数为正。第三

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初期，这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年平

均增速回升到了7.90%），同时也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基础（杭斌，2011），直接

表现为农民消费行为的习惯形成效应和对收入的依赖均出现明显下降。从前四个阶段来看，农民收入

总是在发生阶段性快速增长之后很快陷入了增长困境（参见表1和图1），再加上第四阶段是中国工业化

和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导致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农业的弱势地位再次凸显和“三农”发展滞后全方

位暴露，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因此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

作为中国“三农”发展真正的“黄金时期”，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分别达到了8.39%和9.10%，这

种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了收入的保障，农民消费意愿得到提升和消

费能力得到“释放”，农民消费水平也因此节节攀升，两个阶段的农民消费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了9.16%

和10.66%，明显大于同阶段的收入增速。据此，本文发现：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并非单一地取决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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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收入水平的高低，同时也受到消费习惯形成的影响，又取决于收入增长惯性和稳定性。

（二）农民分类消费的消费行为变迁分析

从表4汇报的实证结果来看：①对于生存型消费而言，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在四个阶段表现出

了明显的先快速降低后急速增加的趋势；衣着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在各阶段均显著为正，且波动幅度

较低；居住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仅仅在后两个阶段显著为正，并且第六阶段的系数在第五阶段的基础

上有明显提高。②对于发展享受型消费而言，交通通讯的习惯形成效应在第三阶段显著为负，在其他

三个阶段均显著为正；家庭设备类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在第四、第五阶段显著为正；文教娱乐类消费

的习惯形成效应在各阶段均显著为正，且系数较大；医疗保健类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在后三个阶段均

显著为正，且系数逐渐提高；其他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在第四和第六阶段均显著为正。③从各项消费

对收入的依赖性来看，整体上表现为农民生存型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逐渐减弱，而发展享受型消费对

收入的依赖逐渐增强。其中，食品类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在第四五六阶段均显著且系数为正，系数逐

渐递减；衣着类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在各阶段均显著且系数为正，系数逐渐递减；居住类消费对收入

的依赖性在第三、四、六阶段均显著为正，但第六阶段的系数最小；交通通讯类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

在第三、五、六阶段均显著为正，第六阶段的系数最小；家庭设备类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在各阶段均

显著为正，系数表现出先降低后扩大的趋势；文教娱乐类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仅仅在第六阶段显著为

正，且系数仅次于第六阶段的家庭设备类消费；医疗保健类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在各阶段均显著为正，

系数呈先扩大后降低的趋势；其他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在第三和第五阶段显著为正。上述结论充分说

明了同一类别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以及同一类别的消费对收入的依赖程度在四个阶段的表现均存在明

显差异，不同类别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与不同类别的消费对收入的依赖程度在同一时期也都存在显著

的差异。

此外，本文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不同类别的消费在2004年前后也存在消费“压抑”向消费“释放”

跨越这一特点。第四阶段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艰难和收入增速持续下降阶段，收入

不确定性极不利于食品、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其他类消费水平的提高；相反，在收入增速较高且最

为稳定的第六阶段，不确定性的降低能够显著提高食品、衣着、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类消

费水平。同样在第六阶段，食品、衣着、居住、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这五大类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都

要远远大于其他任何阶段，并且除了家庭设备和文教娱乐这两类消费以外的其余各项消费对收入的依

赖性在这一阶段都达到了历史最低值。也就是说，在农民收入增速越低、波动幅度越大且波动越频繁

的阶段，各项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越强；反之，在收入越稳定且收入增速较高的阶段，农民对未来的

消费更容易形成稳定且良好的预期，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越依赖于消费的惯性。

表4 模型二的SYSGMM估计结果

食品 衣着 居住 交通通讯 家庭设备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习

惯

形

第三

阶段

0.478*

(0.068)

0.513***

(0.001)

0.301

(0.312)

-0.425***

(0.001)

0.224

(0.659)

0.792***

(0.001)

0.443

(0.117)

0.171

(0.152)

第四 -0.262*** 0.555*** 0.277 0.966*** 0.804*** 0.653*** 0.409** 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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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阶段 (0.000) (0.000) (0.227) (0.000) (0.000) (0.003) (0.038) (0.000)

第五

阶段

-0.403*

(0.052)

0.316**

(0.013)

0.588**

(0.040)

0.291**

(0.011)

0.479**

(0.049)

0.788***

(0.000)

0.597***

(0.001)

0.152

(0.438)

第六

阶段

0.841***

(0.000)

0.641***

(0.000)

0.667***

(0.000)

0.868***

(0.000)

0.344

(0.113)

0.955***

(0.000)

0.744***

(0.000)

0.493***

(0.002)

收

入

水

平

第三

阶段

0.150

(0.567)

0.600***

(0.006)

0.778***

(0.000)

3.526***

(0.000)

0.875**

(0.010)

0.326

(0.187)

0.896***

(0.000)

1.321***

(0.000)

第四

阶段

1.269***

(0.000)

0.573***

(0.000)

1.140***

(0.003)

0.417

(0.457)

0.172*

(0.070)

0.645

(0.120)

1.541***

(0.000)

-0.098

(0.818)

第五

阶段

1.057***

(0.000)

0.552***

(0.000)

0.674

(0.232)

0.635***

(0.002)

0.659*

(0.059)

-0.089

(0.461)

0.375*

(0.086)

0.722***

(0.000)

第六

阶段

0.119**

(0.010)

0.313***

(0.002)

0.489***

(0.001)

0.228*

(0.082)

0.850***

(0.002)

0.740*

(0.076)

0.282**

(0.049)

0.034

(0.862)

不

确

定

性

第三

阶段

0.008***

(0.006)

0.001

(0.775)

-0.004

(0.396)

-0.010**

(0.015)

-0.007**

(0.015)

0.000

(0.901)

0.002

(0.681)

-0.006

(0.374)

第四

阶段

-0.034***

(0.000)

0.002

(0.184)

-0.010

(0.181)

-0.010*

(0.081)

0.004

(0.151)

-0.005

(0.242)

-0.007*

(0.096)

-0.016**

(0.046)

第五

阶段

-0.003

(0.241)

0.001

(0.742)

0.001

(0.867)

0.002

(0.506)

-0.000

(0.972)

0.008

(0.286)

-0.011

(0.182)

0.001

(0.753)

第六

阶段

0.007***

(0.000)

0.011***

(0.002)

0.006

(0.112)

0.005

(0.123)

0.007*

(0.060)

0.049***

(0.000)

0.008**

(0.020)

-0.003

(0.485)

注：由于版面限制，本文在此省略了Wald检验、Sargan检验、AR(1)、AR(2)的结果。

（三）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研究结论充分说明农民收入在初始水平极低的前提下经历了1978～2003年的长期积累之后，

随着2004年以后农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收入增速高位趋稳、收入增速波动频率和幅度双双降低、

农村消费环境迅速改善，农民消费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农民消费潜力得到全面激发，消费结构正

面临着转型升级，这就是农民消费行为从“压抑”向“释放”进行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农民消费直

接表现为从某一单项消费占比过高向消费结构逐渐合理转变和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

农民除了会根据前期消费习惯继续提高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类消费水平以外，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和

更多的享受，必然会更倾向于加大文教娱乐类和家庭设备类消费支出，即农民用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包

括教育、娱乐用品、某些精神文化用品及服务等）的比重在生存型消费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下会不断

提高。所以，最终情况是农民的生存型消费比重不断降低、食品消费品质不断改善和发展享受型消费

占比不断提高。

这同样预示着，2004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这一系

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增收保障，增强了农民的购买能力，提升了农民的消费意

愿。另一方面，为解决中国消费品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城乡不平衡等问题，国家在交通、物流、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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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消费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多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比如，“万村千

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商品流通状况，为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再加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子商务不断向广大农村地区渗透，促进

了农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其中，2017年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达到了51972亿元，是1978年的64倍，年

均增长11.3%①
；2013～2017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2.9%，年均增速比改革开放至2017年和

同期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分别高1.6个和1.8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

2012年的13.2%提升至2017年的14.2%②
。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中关于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内涵解读无疑是丰富的，更是意义深

远的。简单来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非就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收入保障，以及从

基本的吃穿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倾斜，其核心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提升居民

福利水平。本文利用改革开放4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农村居民住户调查数据，运用SYSGMM估

计方法对农民消费行为的时期演化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变动不

仅在整体上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而且还表现出了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不管是过度敏感

性还是习惯形成效应都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习惯形成效应表现出先缓慢降低，并于第四阶段到达

最低值，之后又快速扩大的趋势。（2）农民消费行为在2004年前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消费压抑”和“消

费释放”这一两极分化现象，前者因为农民的初始收入水平低下、增收高度不确定性和强烈的消费习

惯形成效应，导致农民“有钱”却不愿意消费或者不能消费；后者是因为消费习惯形成效应提高、收

入长期积累、增收稳定性加强、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消费环境不断改善，使得农民消费潜力得到

全面释放。（3）同一类别消费在不同阶段的习惯形成效应和不同类别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在同一时期

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农民收入增速波动幅度越大且波动越频繁的阶段，各项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越

强，在收入增速较高且稳定性越强的阶段，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越依赖于消费的惯性。

本文的启示在于：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已经到了最佳时期。当然，没有农民收入的快速

稳定增长，奢谈农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8年6月，习近平在山

东考察时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

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如此，才是顺应民意，才是抓住了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问题。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村改革书写辉煌历史 乡村振兴擘画宏伟蓝图——改革开放 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

告之二十》，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18_1623595.html。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国内市场繁荣活跃 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 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七》，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5_1621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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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应全面保障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调整农业种养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挖

掘传统农业收入增长潜力。二是突破原有家庭经营模式，引入分工机制，对土地要素进行重组，带动

其他农业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和优化配置，实现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分工化、专业化、集约化、组织

化，挖掘现代农业收入增长潜力。三是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镇二三产业或农村其他新兴产业就业，

让农民成为职业农民、产业工人、城市建设者，成为劳资关系中的重要角色，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四是改革农村土地要素征用制度，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积极推进农业土地要素资本化、金

融化、市场化，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五是逐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不断提高财政转移支

付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准确性，着力加大粮食、农资、良种和农机具补贴，确保农民转移性收入

稳定增长。

其次应加大统筹城乡消费市场力度，转变农民消费观念，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促进城市消费

市场持续向农村延伸，不断丰富农村消费品种类和提高农村消费品质量，为农民扩大消费提供更多的

可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建立“以城带乡”的辐射带动交通运输和网络服务体系，为农

民进城消费或网上购物等提供便利，刺激农民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张。

再次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顺应农民消费升级大趋势，多领域着力培育消费新供给，激发农民

消费新动力。当前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正从小康转向相对富裕，也是消费结构调整最大的机遇期，要

实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的目标，就必须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倡绿色环保、追求质量

品质、注重多元发展的更高级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引导消费层次从基本的生理需求转向精神需求、

从温饱转向享受和自我发展，真正实现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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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vement of Habit Formation and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AnEmpirical Verific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Opening-up

WangXiaohua WenTao Han Lins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residents in 31 provinces from 1978 to 2017,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with internal habit formation and income uncertainty, and uses the SYS-GMM estimat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hanges in Chinese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not only show excessive sensitivity to income changes, but also show

significant habit formation effects; excessive sensitivity and habit formation effects are greatly differ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stages, especially in the years before and after 2004, showing obvious

polarization of “consumption depression” and “consumption release”, while the habit formation effect shows the obvious trend of

slow decrease first and then rapid expansion; Both the habit formation effect of the same kind of consump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habit form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stag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ll kinds of consumption

also have a transition trend from “depression” to “releas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tudy is that it has reached the best time to raise

farmers' consumption level and expand domestic dem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continuity and accuracy of the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promote sustained and rapid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further

change farmers' outlook on consumption, improve rur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truly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fe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welfare level.

KeyWords:Farmers’ConsumptionBehavior;Habit Formation;Uncertainty; Consumption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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